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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立医院，为什么做不好互联网医院？
“30年后要让医院变少，让医生找不到

工作”，这是马云 2014年在乌镇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所说。

然而 7年过去，曾经高调登台的第三方
平台建立的互联网医院后期的扩张之路并
不顺利；2018年之后，被国办一纸文件推到
台前的公立医院，虽然获得了政策鼓励，但
因为激励机制的乏力，一直未见起色。

最新一份报告显示，公立医院的互联网
业务目前几乎都入不敷出，支出和收入严重
不匹配。海南省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显示，58
家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中，真正有效运营的
不到10%，其余90%以上都是“建而不用”的
僵尸状态。

5月 15日，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揭
牌，让挣扎多年的互联网医院又一次看到了
曙光。

该院开放式平台的模式较以往有较大
突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突破行业发展瓶颈
的尝试。

被寄予厚望的中日友好医院能否突围
成功？公立医院办互联网医院为何这么
难？距离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
路”的理想状态还有多远？

看起来很美，疫情期间吸引力也不大
作为医疗界大 IP，又是北京首家互联网

医院，今年3月份，北京协和医院“上线”的消
息，并没有在互联网世界引起轰动，甚至没
能登上当天的热搜。“互联网医院不如过去
火了”，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

有患者在试用线上诊疗后，在线吐槽
称：完全听不清楚医生说什么，最后还是去
线下看病了。还有人认为，只有复诊可以
用，服务并不到位。大众不了解情况，言论
难免偏颇，但是，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是，
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看病这件
事，大多数患者还是坚持去线下。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 2月份在线上接
诊以来，北京协和医院平均每天线上问诊量
400余人。而其疫情以前每天的门诊量约为
1.7万人，按照 60%为复诊患者算，也有上万
人本可以选择线上服务。

事实上，互联网医院本来就被视为“互
联网+”进入医疗领域屡屡碰壁后寻求突破
的产物。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这一业态
已经在互联网公司主导下苦苦挣扎了 4年
多。

2018年4月28日，国办终于发文认可了
互联网医院身份，公立医院也被正式推到了

“互联网+”的台前。此后，国家卫健委连发3
个文件促进落地。加上疫情的刺激，2020年
互联网医院数量激增，其中近80%是公立医
院主导建设。

但即使是疫情期间，需求最旺盛的时
候，北京协和医院的线上诊疗也没有表现出
太大的吸引力。

北京协和医院相关科室联合做的一项
调查显示，2020年 2月 10日至 4月 15日，线
上诊疗运行47天里，共接诊发热2070例，平
均每天接诊 44例；非发热患者 20467例，平
均每天435例。分别占到线下高峰日均门诊
量的25%和20%。

北京协和医院并非个案。
前不久，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

心联合健康界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全国
实体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2020年全年平
均每天接诊约55例；第三方平台的日均门诊
量也只有400例次左右。

公立医院平均 55例/天的门诊量，每天
还会平均占用 31.5个科室、320名医生。投
入、产出不成比例。

2021年 4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
已有 1100家互联网医院获得许可证，其中
215家在 2020年上半年获批，几乎相当于
2019年全年总数。

然而，在繁荣和热情的背后，互联网医
院的运营仍然在艰难探索。几经沉浮之后，
大众对互联网医院似乎已经麻木。

线上定价太低，很可能亏本
与其他行业“互联网+”之后“猪都能起

飞”的形式不同，第三方平台大部分转为卖
药，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更是盈利模式不
清。2019年的行业报告显示，互联网医院亏
损比例高达92%以上。

除了问诊量少，线上问诊的定价太低也
是一大问题。

2020年 3月份，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医
保局印发文件，将“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对患者常见病、慢性病

“互联网+”复诊服务予以在线医保报销。
按照规定，北京市的规定无论是专家还

是普通医生，线上问诊一律50元/人次，只有
线下专家医事服务费的一半，但在全国已是
最高水平。“有的地方可以低到2元、10元。”
有行业人士透露，“主要是纳入医保以后，医
保局担心价格放开，支付负担增加，但价格
定太低，医生完全没有动力参与。”

互联网医院医疗服务到底应该怎么定
价？对此，各省市有各自的原则和方案，包
括：参照当地线下医疗服务标准制定；与基
层医院签订协议，以管理费用的形式补偿
等；还有免费提供服务的。

由于公立医院的特殊性，卢清君认为，
互联网医疗服务定价不适合采用经济学的
全成本核算方式，比较可行的是在线下医疗
服务基础上+线上额外成本。在 2018年 11
月发表的《公立医院远程医疗价格测算方式
探讨》一文中，以中日友好特需门诊医事服
务费为基础，测算出远程会诊定价范围应在
2400元至2700元之间。

这一测算方案在国家医保局 2019年 8
月关于“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
政策的指导意见（也称 47号文）中，也有体
现。按照这份文件要求，互联网医院的定价
既要体现医疗服务的共性，也要体现“互联
网+”的额外成本。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互联网医疗的价格
普遍低于线下。

以大三甲的定制方案，仅软硬件的投资
就不止几百万元，甚至可以达到5000万元以
上的水平。这样的定价很难弥补公立医院
成本投入。

“肯定不挣钱，甚至还亏损”。早在该院
互联网医院揭牌之初，北京协和医院总会计
师向炎珍就已经预见这个结果。“国家有要
求，协和的互联网医院要做协和该做的事，
我们要有这个担当。”

政策驱动但激励不足，公立医院有心无
力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一面是政策要
求，一面是动辄数百、上千万元资金投入，以
及医护人员劳动量增加的补偿需求。

公益性的属性，又决定了公立医院办互
联网医院不能以商业上的成功为终极追求。

在缺乏足够收入支撑的情况下，如何实
现这种新兴业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互
联网医院建设给医院管理者提出的最严峻
挑战。

目前看，1100多家互联网医院中大部分
依然是“行政命令”指导下的初级产物，疫情
是契机，而常态价值的创造，仍是公立医院
主导的互联网医院的长期课题。

因为曾负责过多家公立医院不同类型
的互联网医院筹备与建设工作，微医原公共
关系与品牌管理总监、现简辞健康董事长毕
佳对互联网医院的困境也更加了解。她告
诉八点健闻，一般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已
经由最早的信息中心牵头，逐步转为门办或
医务牵头。

“门办与医务可以参与干预排班与手
术、质控、纠纷等与医生收入挂钩的环节，所
以更方便在机制难以解构调整的情况下，鼓
励医生上线提供服务。”毕佳说。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就曾借助互联网
医院（广东网络医院）将日均门诊量从几千
量级，提高到4-5万人的水平。

但是，激励机制不足让这些医院有心无
力。

珍立拍创始人Dr.2透露，因为担心线上
诊疗冲击线下，有的医院还会通过“窗口指
导”等方式限制医生在线坐诊。这样做不意
味着“医院不希望互联网医院发展，只是希
望它们可以在医院控制下有序发展，不要畸
形发展”。

利益分配问题不解决，只靠行政命令，
互联网医院能长久可持续发展吗？上海市
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段涛在一篇公开发
文中表示怀疑。

他在文章中尖锐发问：三级医院医生线
下工作已经很忙了，业余时间在公立医院的
互联网平台出诊，公立医院能像第三方线上
互联网医院那样给足够的钱吗？如果不能，
医生能有动力吗？”

激励不到位，对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的
影响，还远不止医务人员没有积极性。“缺乏
运营人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
员、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秘书长傅虹
桥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表示。

这一说法引发了多位行业人士的共
鸣。互联网医院的运营者，要求既要懂医生
想什么，也要知道患者的需求，同时还要通
晓政策和互联网相关技术。

采访中，国家院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
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
卢清君也表示，目前中日友好医院只有 4个
人在负责互联网医院，而他预想中至少需要
一个20人以上的团队。

“这样的人才招不到，只能自己培养。”
卢清君说，但是由于没有“钱途”，要培养起
来也很难。“因为医院是公益事业，是国家保
障领域”，不是商业贸易，新领域的探索需要

“不追求钱途，有些情怀的人”。这样的人
才，在现在是凤毛麟角；未来也很难培养。

没有好的运营管理人才，就很难有好的
流量。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韩扬
阳、北京医院信息中心李艾，对北京某三甲
医院340名门诊患者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仅32.33% 的被调查患者知晓”互联网医
院”，67.67%的受访者不太了解及完全不了
解这一业态。

“没有运营人才就没有流量，没有‘钱途
’，就更加无法吸引人才”，这已经形成了恶
性循环。

中日友好医院“上线”特殊在哪？
此次被寄予厚望的中日友好医院互联

网医院，建立了一个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和互
联网医疗平台企业的开放式平台，并针对疑
难杂症首诊，开通了远程医疗服务。

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的庞九林律师
在北京协和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时，给医
院官博留了很长的一段话。他提到“如果能
和基层医院结合，由地方医生进行检查，协
和指导治疗，这样不仅治病救人，还能培训
地方医生，就更好了”。

这样的想法起源于2017年，当时庞九林
的一个亲戚生病，在郑州的大医院住了半个
月，始终无法确诊。最后还是在当地医院推
荐下，到南京一家大医院才确诊并得到了有
效的治疗。

庞九林的想法与卢清君不谋而合。
2015年，卢清君正式接受国家卫健委直属医
院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院士的邀约，到这
家大三甲专职做远程医疗工作。这也是今
天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基础。

卢清君认为，这样的体系可以促进分级
诊疗的落地，有助于提高基层医院的诊疗水
平，形成规范的临床思维。“如果患者情况严
重，比如需要手术，平台会推荐转诊医院；手
术结束后，也会推荐康复医院，实现双向转
诊。”卢清君补充道。

这样的诊疗过程，没有给医院造成额外
的经济负担，也解决了医生的激励问题。

“远程医疗主要是指导基层医生。我们
设计的每次会诊可以有30分钟的时间，收费
标准定在2000元，需要患者自费支付。”卢清
君说。这既可以使基层患者有机会在当地
享受到大医院的治疗，也给医院、医生提供
了增加合理收入的渠道，解决了难以动员医
生的问题。

傅虹桥认为，互联网医院不应止于于远
程医疗和在线复诊。他表示，类似医疗咨询
并不属于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范畴，公立医
院可以从特需或者服务的角度，适当放开一
定比例，以鼓励医生更多提供线上服务。从
这个意义上讲，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医院
适当增加自费项目，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办
法。

中日友好医院“上线”的特殊性，或许更
在于解决了平台重复建设的问题。

公立医院自建互联网医院一直被认为

是资金和资源上的浪费。据行业人士透露，
建互联网医院一次性投入的资金最少也在
百万以上，一般的大医院通常在 300万到
500万元，如果是定制系统，甚至达到数千万
级别。

傅虹桥说：“建那么多互联网医院还会
耗散流量，还是要有平台的思维，改变整个
运营方式，这也会提高患者的便捷程度和体
验感。”段涛也认为，“整个行业建立一个互
联网医院平台就够了，顶多为了公平竞争和
效率，有两三家平台也就可以了”。

“基层医院可以拎包入住”的平台模式，
正是中日友好互联网医院获得行业认可的
重要原因。

模式仍不理想，医疗场景还需进一步挖
掘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模
式被认为是可能的出路，“整个互联网医疗
的场景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发展。”傅虹桥
补充道。

目前，互联网医院仍以传统问诊、管理
为主，是线下服务的自然延伸。互联网医疗
服务中，挂号仍是很重要的部分，有的大医
院虽然开通了很多线上业务，但其中近六成
点击量来自挂号。

在傅虹桥看来，互联网医院需要设置更
多可以替代线下诊疗的业务。“就像电商对
线下消费的替代。如果互联网医院的替代
性更强一点，把流量做上来，医生动机、定价
都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同时，傅虹桥认为，要办好互联网医院，
公立医院还需要打破一些固有思维。传统
公立医院还是远程医疗的思维，这与互联网
思维不同。“远程医疗倾向于指导医生。对
于如何获取流量、如何高效为患者服务，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虽然已经有所突破，卢清君也并不认为
中日友好医院是理想互联网医院。

按照他的计划，未来线下的部分检查，
例如量血压、验血等可以在线上形成一个新
的体系。“这并不会对线下业务形成冲击，线
下是谁的病人线上也还是谁的病人”，按照
医院现行绩效考核体系，并不会使医生的收
入受损，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还有望提高收
入，进而激励医生的积极性。

早在几年前，还在创办独角兽工作室的
刘谦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就曾预
言，互联网医院只是过渡形式，过渡结束后
将会出现中心化医院、人工智能医院。届
时，除了手术和特别的检查，相当一部分业
务可以在线。“那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医院”。

从中国互联网医疗元年（2014 年）到
2021年的7年间，互联网医疗行业经历了大
起大落的发展过程。

互联网医院也从“网络医院”、银川模
式、乌镇模式一路走来；从广东省第二人民
医院早期试水，到浙一互联网医院开公立三
甲医院上线之先河，再到今天头部大医院纷
纷上马互联网医院。

如今，企业依托实体医院构建的互联网
医院占比仅为18.7%，且大部分是2018年以
前建成的，不再是主流。互联网+医疗健康
行业也从最初的众声喧哗走向清醒理智。

Frost&Sullivan 保守预计，到 2026 年中
国狭义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将到 2000 亿
元。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将成为这一领域
的主力军。

而要给医疗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
膀，打造互联网医院这一“没有围墙的医
院”，政策执行者和管理者也应尽快打破政
策、思维上的“围墙”。


